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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社会决策行为的异常，比较其社会功能情况。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在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就诊或住院的 49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以及在附近社区

招募的 25 名健康对照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17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比较两组受试者的抑郁、焦虑情况。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两

组受试者对于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方案的接受率和反应时的差异，并于任务结束后采用任务后问卷评估

两组受试者对方案公平性的认知差异。结果 抑郁症组患者的 HAMD-17、PHQ-9 和 GAD-7 评分高于健

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受试者的接受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

接受率方面，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201.760，P ＜ 0.01，partial η2=0.737），公平性与提议者类

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8.791，P ＜ 0.01，partial η2=0.109）。两组受试者的反应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在反应时方面，方案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42.755，P ＜ 0.01，partial η2=0.373），

方案提议者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5.333，P ＜ 0.05，partial η2=0.069），公平性与提议者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F=8.946，P ＜ 0.01，partial η2=0.111）。两组受试者的任务后问卷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抑郁症组任务后问卷中问题 1 的评分为 6.4（1.0，10.0）分，低于健康对照组的 8.0（2.0，10.0）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35，P ＜ 0.01）。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未见明显异常，这

与其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性认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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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bnormal soci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so as to reflect the problem of its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20 to 
February 2021， a total of 49 adolescent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tpatient or inpatient department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and 25 healthy adolescents in communit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 （HAMD-17），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 were applied to assess patien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The repeated measurement ANOVA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in the acceptance rate and reaction time of the ultimatum game paradigm 
sche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and the post task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on the fairness of the scheme after the task was completed. 
Results The HAMD-17， PHQ-9， and GAD-7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depres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ceptance ra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P ＞ 0.05）. In terms of acceptance 
rate， the main effect of fairnes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201.760， P ＜ 0.01， partial η2=0.737）， and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proposer categories （F=8.791， P ＜ 0.01， partial η2=0.109）.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action ti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P ＞ 0.05）.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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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情感障碍之一。

WHO 发 布 的《全 球 青 少 年 健 康 问 题》显 示，在

10～19 岁的青少年中，抑郁症是致病和致残的主要

原因［1］。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发

生率约为 11.64%［2］，且有 50%～70% 的患者在治疗

缓解后的 5 年内会再次复发［3］。目前，国内外抑郁

症治疗指南均已将“改善功能损害”和“提高生活

质量”提到了和“获得临床治愈”并重的地位［4］。

由此可见，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社会功能障碍现状

对预防和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改善治疗结局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对于青少年社会功能的研究较少，但在

成年人中，有较多研究提到社会功能中的社会决策。

社会决策包括互惠、合作、公平感和公平判断等方

面，是指在社会互动背景下的决策行为［5］。相关研

究主要以博弈论为基础研究社会互动情景中的社

会功能［6］。目前，博弈论范式因具有更高的生态效

度已成为精神疾病研究的新工具［7］。最后通牒博弈

（ultimatum game，UG）可以通过模拟社会互动中的资

金分配研究参与者对不同不公平程度的行为反应［8］。

既往研究显示，不公平方案接受率普遍较低，并且随

着不公平程度的增加，接受率会进一步下降［9］，表明

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并不会仅仅考虑最大的利益，相

反可能会因为对公平性的考量而做出减少自己利益

的决定［9］。目前，有研究对于抑郁症患者在 UG 任

务中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研究，但结果相差较大。抑

郁症患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或低于［10-11］

或高于健康对照［12］，或没有差异［6，13-15］，研究结果

的差异可能与未控制被试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相

关。此外，有研究发现 UG 任务中提议者的类别会

影响健康对照组被试的社会决策行为［16］，但对抑郁

症组被试无影响［17］。对于青少年这一群体，目前较

少有具体研究探讨其社会决策行为的特征，故本研

究采用 UG 的研究范式，从回应者角度通过接受率

和反应时研究社会决策行为特征，以期为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的诊断及疗效评估提供新的方案。本研究

组成员设计了单次、匿名的 UG 任务范式，并由计算

机软件 Eprime 编程实现，在健康青少年人群和未服

药抑郁症青少年人群中均完成了初步验证。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于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招募门诊或住院的

49 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并在附近社区招募 25 名健

康对照为研究对象。

抑郁症组纳入标准：（1）门诊或住院患者，年

龄 12～＜ 18 岁；（2）符合国际神经精神简式访谈

问卷儿童版（the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MINI-KID）抑

郁发作、复发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之一［18］；（3）入组

前 3 个月未使用过任何精神科药物；（4）小学及以上

文化程度且能够理解量表评估内容；（5）自愿参加本

研究，本人和其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抑郁症组

排除标准：（1）既往或现患脑器质性疾病或慢性严重

躯体疾病；（2）入组前 6 个月内接受过无抽搐电痉挛

治疗；（3）入组前 3 个月内接受过系统的心理治疗、

正念治疗、认知训练或者药物等可能影响认知功能

的治疗；（4）合并色盲、色弱、耳聋、口吃等影响神经

认知测查。

健康对照组入组标准：（1）年龄 12～＜ 18 岁； 

（2）两系三代亲属无精神疾病史；（3）小学及以上文

化程度且能够理解量表评估内容；（4）自愿参加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健康对照组排除标准：（1）符

合 MINI-KID 中任意疾病的诊断标准；（2）合并色盲、

色弱、耳聋、口吃等影响神经认知测查。

of reaction time， the main effect of scheme fairnes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42.755， P ＜ 0.01， partial 
η2=0.373）， and the main effect of the scheme proposer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5.333， P ＜ 0.05， partial 
η2=0.069）.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proposers （F=8.946， P ＜ 0.01， partial η2=0.111）.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score of the post task questionnai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P ＞ 0.05）. However， the score of question 1 in the post-task questionnaire of the depression group 
was 6.4 （1.0， 10.0） points，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8.0 （2.0， 10.0） points of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Z=-3.235， P ＜ 0.01）.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abnormality in 
the soci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airness in allocation plans. 

【Key words】 Adolescent； Depressive disorder； Ultimatum game； Social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 Social function

Fund programs： Hospital-level Project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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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3 年 6 月 20 日第 23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June 20，2023，Vol.23，No.6

本研究已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伦理审查［伦理批件号：（2020）科研（35）-202060FS-2］。

2. 研究工具：（1）自制一般信息调查表。包括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抑郁症组的调查表中还

包括本次抑郁发作时间、首次抑郁发作时间、首次

诊断日期、首次治疗日期、既往因抑郁症住院治疗

次数、既往抑郁发作次数（含本次）、最近 2 年内抑郁

发作次数（含本次）。（2）HAMD-17［19］。其被用于评

估被试近 2 周是否存在抑郁情绪，总分＞ 24 分表示

存在重度抑郁，＜ 17～24 分表示存在中度抑郁，＜ 

7 分～17 分表示存在轻度抑郁，≤ 7 分表示没有抑郁

症状。（3）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20］。 其 被 用 于 评 估 被 试

近 2周是否存在抑郁症状，总分＞19分表示存在重

度抑郁，＜ 14～19 分表示存在中重度抑郁，＜ 9～ 

14 分表示存在中度抑郁，＜4～9分表示存在轻度抑

郁，≤4 分表示没有抑郁症状。（4）广泛性焦虑量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21］。 其 被 用

于评估被试近 2 周是否存在焦虑症状，总分＞ 18 分

提示存在重度焦虑，＜ 13～18 分提示存在中重度焦

虑，＜ 9～13 分提示存在中度焦虑，＜ 4～9 分提示

存在轻度焦虑，≤ 4 分表示没有焦虑症状。（5）UG 任

务。在该研究范式中，由 2 名被试参与分配一笔钱，

其中 1 名设定为提议者，另外 1 名设定为回应者，提

议者要向回应者提出分配方案，回应者可以接受或

拒绝此方案，如果接受，则按提议者的方案分配；如

果拒绝，则两者均无法获得金钱［22］。研究程序由计

算机软件 Eprime 编程呈现所有刺激，记录反应时及

按键选择。任务开始前，向被试介绍任务规则、演

示示例任务并让被试开展练习，保证被试熟悉规则。

在正式任务中，被试作为回应者完成任务。每个试

次有 5 个阶段，见图 1。在开始任务之前需要告知被

试，当提示提议者为人类时（即显示“方案提出者为

XX 号”），方案由其他参与研究的被试提出，但每个

试次中对手均不同，主要以编号区分。当提示提议

者为计算机时（即显示“方案提出者为电脑”），告知

被试方案由计算机随机生成。所有方案都由本研究

组人员预先设置完毕，人类对手和计算机对手的分

配方案完全一样。本研究中分配方案总计 48 个，计

算机对手及人类对手各有 24 个，随机呈现。既往研

究中设置的公平水平各不相同［23-24］。本试验综合

考量了既往分配方案，最终设置了 2 种公平水平方

案，待分配的总金额不固定，回应者所得固定为￥9、

￥10、￥11，所占比例为 38%～50% 表示公平方案，

8%～38% 表示不公平方案。最终收集各条件下分

配方案的平均接受率和平均反应时。（6）任务后问

卷［6］。任务结束后，需要让被试评定所有方案的公

平性，以此确定两组被试对于方案的认知是否相同，

每个条目计 1（非常不公平）～7（非常公平）分。另外

提出两个问题，问题 1 为“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

个游戏是完全匿名的？即您和其他参与者互不相

识”，问题 2 为“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您是和其他参

与者两两搭档在玩这个游戏”。2 个问题计 1（非常

不相信）～10（非常相信）分。

3. 统计学方法：数据收集阶段由 2 名研究人员

互相监督，保证数据收集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数据

收集完毕后，采用 Epidata 及 Eprime 软件进行数据

的收集和初步处理，本次研究无数据缺省值。数据

处理后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包在计算机上完

成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组

  注：Human condition 方案提出者为人类；Fixation 固定中心；Proposer 方案提出者；Proposal 方案；Response 回应；Feedback 反馈；End of trial 试验结束； 

Computer condition 方案提出者为计算机

图1 最后通牒博弈范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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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单样本 K-S 检验进行正

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不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M
（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检

验，组内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对于接受率

和反应时，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若各

影响因素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主效应，则进行事后

检验；若因素间的交互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时，对

各个因素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效

应报告效应量偏η2。所有统计结果均采用双侧检验，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两组被试的年

龄（t=-1.620，P=0.114）、性别（χ2=2.057，P=0.152）、受 

教育程度（χ2=4.067，P=0.66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健康对照组均不存在焦虑或抑

郁症状。抑郁症组患者的首发年龄为（12.9±1.8）岁，

病 程 为［12.0（5.0，24.0）］个 月。 抑 郁 症 组 患 者 的

HAMD-17、PHQ-9 和 GAD-7 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受试者 HAMD-17、PHQ-9、GAD-7 评分

比较［分，M（P25，P75）］

组别 例数 HAMD-17 PHQ-9 GAD-7

抑郁症组 49 22.0（11.0，32.0） 19.0（1.0，27.0）14.0（1.0，21.0）

健康对照组 25 2.0（0，7.0） 3.0（0，15.0） 2.0（0，11.0）

Z 值 -7.099 -6.466 -6.093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注：HAMD-17 17 项汉密顿抑郁量表；PHQ-9 患者健康问卷抑郁

量表；GAD-7 广泛性焦虑量表

2. 两组受试者在 UG 中的社会决策行为比较： 

（1）两组受试者在 UG 中的接受率比较。抑郁症组

及健康对照组面对人机提议者时的接受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方案公平性的主

效 应 有 统 计 学 意 义（F=201.760，P ＜ 0.001，partial 

η2=0.737），公平性与提议者类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F=8.791，P=0.004，partial η2=0.109）。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在不公平方案中，提议者类别引起的接

受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3。组

内配对比较结果显示，抑郁症组患者在面对计算机

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时的接受率高于人类提出的不公

平方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见表 4。不

同抑郁程度的抑郁症组患者按照 HAMD-17 标准分

为轻度抑郁、中度抑郁、重度抑郁 3 组，重复测量方

差结果显示 3 组患者的接受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2）两组受试者在 UG 中的反应时

比较。将被试在按键选择阶段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

采取 2（抑郁症组、健康对照组）×2（公平方案、不公

平方案）×2（人类提议者、计算机提议者）三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主体内因子包括公平性、提

议者类别，主体间因子为是否患有抑郁症。结果显

示，方案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42.755，

P ＜ 0.001，partial η2=0.373），方案提议者的主效应

有统计学意义（F=5.333，P=0.024，partial η2=0.069），

公平性及提议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8.946，P= 

0.004，partial η2=0.11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方案公平性的下降，反应时增大。见表 5、6。

事后组内比较结果显示，抑郁症组在公平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面对人类提出方案的反应时大于计算机

提出方案的反应时；健康对照组在不公平条件下对

人类提出方案的反应时大于计算机，而在公平条件

下对人类提出方案的反应时小于计算机，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表 7。

3. 两组受试者任务后问卷评分比较：抑郁症组

和健康对照组的任务后问卷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但抑郁症组任务后问卷中问题 1

的评分为 6.4（1.0，10.0）分低于健康对照组的 8.0（2.0，

1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35，P=0.001）。

讨论 抑郁与社会决策行为的关系：在分配

方案的接受率方面，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公

平方案，抑郁症组的接受率高于健康对照组［12，25］。

表2 两组受试者面对不同公平性和提议者时的接受率的简单效应（1）

公平性 提议者 提议者 平均值差 标准误差 P 值 差值的 95%CI

公平 1 2 -0.003 0.022 0.879 -0.047～0.040

2 1 0.003 0.022 0.879 -0.040～0.047

不公平 1 2 0.058 0.025 0.024 0.008～0.108

2 1 -0.058 0.025 0.024 -0.108～-0.008

  注：提议者中 1 代表计算机对手，2 代表人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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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llo 和 Burgeno［26］认为，拒绝不公平的提议与直

觉思维有关，而接受不公平的提议与思考过多有关，

即面对不公平的提议，个体在直觉方面会选择拒绝，

而选择接受是因为对规则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UG

范式中接受方案会获得更高的利益。因此，在既往

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出现更高的接受率可能与

其敏感性提升有关。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会本能地将

对手的回应考虑其中，担心其拒绝提议会引起提议者

在下一轮提出更不公平的提议。相反，既往有部分研

究显示，抑郁症组的接受率低于健康对照组［27-29］，这

可能是因为抑郁症患者更注重当下的方案，相较于

健康对照者而言，抑郁症患者不会考虑后续提议者

的提议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此次决策而产生变化［12］。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被试年龄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不同，既往研究中

抑郁症组接受率高者的抑郁症状较轻，接受率低者

的抑郁症状较重。但在本研究中，即使将抑郁症组

按照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划分后进行分析仍然未见明

表3 两组受试者面对不同公平性和提议者时的接受率的简单效应（2）

提议者 公平性 公平性 平均值差 标准误差 P 值 差值的 95%CI

计算机对手 1 2 0.441 0.034 ＜ 0.001 0.373～0.510

2 1 -0.441 0.034 ＜ 0.001 -0.510～-0.373

人类对手 1 2 0.503 0.035 ＜ 0.001 0.432～0.574

2 1 -0.503 0.035 ＜ 0.001 -0.574～-0.432

  注：公平性中 1 代表公平方案，2 代表不公平方案

表4 两组受试者在不同公平水平下对不同提议者的接受率比较［%，M（P25，P75）］

组别 例数 公平性 人类对手 计算机对手 Z 值 P 值

抑郁症组 49 公平 100.0（0，100.0） 100.0（16.5，100.0） -0.769 0.442

不公平 33.0（0，100.0） 44.5（0，100.0） -2.434 0.015

健康对照组 25 公平 100.0（16.5，100.0） 100.0（16.5，100.0） -0.707 0.480

不公平 44.0（0，78.0） 55.5（0，94.5） -1.539 0.124

表5 两组受试者面对不同公平性和提议者时的反应时的简单效应（1）

公平性 提议者 提议者 平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 P 值 差值的 95%CI

公平 1 2 9.522 43.586 0.828 -77.365～96.409

2 1 -9.522 43.586 0.828 -96.409～77.365

不公平 1 2 -134.295 26.755 ＜ 0.001 -187.630～-80.960

2 1 134.295 26.755 ＜ 0.001 80.960～187.630

  注：提议者中 1 代表计算机对手，2 代表人类对手

表6 两组受试者面对不同公平性和提议者时的反应时的简单效应（2）

提议者 公平性 公平性 平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 P 值 差值的 95%CI

计算机对手 1 2 -105.151 32.931 0.002 -170.799～-39.504

2 1 105.151 32.931 0.002 39.504～170.799

人类对手 1 2 -248.968 39.218 ＜ 0.001 -327.148～-170.788

2 1 248.968 39.218 ＜ 0.001 170.788～327.148

  注：公平性中 1 代表公平，2 代表不公平

表7 两组受试者在不同公平水平下面对不同提议者的反应时比较（s，x±s）

组别 例数 公平性 人类对手 计算机对手 t 值 P 值

抑郁症组 49 公平 1.29±0.45 1.17±0.34 -2.169 0.035

不公平 1.46±0.38 1.36±0.35 -3.202 0.002

健康对照组 25 公平 1.18±0.24 1.32±0.38 2.508 0.019

不公平 1.51±0.34 1.34±0.26 -4.255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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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少有关，

即按照抑郁症严重程度区分开后每个组别样本量过

少，进而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受试者任务后

问卷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两组受试

者对分配方案公平性的认知可能存在相似性，这可

能是引起两组被试在方案的接受率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的重要原因。在分配方案的反应时方面，本

研究结果和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即抑郁症组和健康

对照组的反应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另外，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抑郁症组患者在面对人类对手

时其反应时长于面对计算机对手，表明在电脑显示

“人类对手”后被试会对接下来的方案进行更多的

思考，患者会将对方可能的回应纳入思考中，这一

点在健康对照组中理应相同。但健康对照组在面对

公平方案时，将人类作为对手的反应时低于将计算机

作为对手的反应时，这可能是因为健康对照者对于公

平方案更随意，没有抑郁症患者那样“理性”［12］，

即对利益及规则进行过多地考虑。

抑郁症状、公平水平与提议者类别的交互作用

与社会决策行为的关系：在接受率方面，抑郁症状、

公平水平、提议者类别 3 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无统计

学意义，公平水平与提议者类别的交互作用有统计

学意义。但公平水平与提议者类别的主效应均有统

计学意义，因此交互作用的统计学意义可能更多来

自各自的主效应。本研究中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

明，抑郁症患者在面对不公平方案时，提议者为人

类对手时的接受率低于计算机对手。既往研究提示，

抑郁症症状与公平性方面可能存在交互作用［15］；在

影像学方面，面对方案公平性的提高，抑郁症患者

的伏隔核和背侧尾核未能像健康人那样得到激活，

因此在面对不公平的方案时会出现不同于健康对照

者的结果。在反应时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公平

水平和提议者类别的交互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接受率相同的是，其统计学意义可能更多来自各

自的主效应。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从社会功能的一方面，

即社会决策行为的角度切入，分析青少年群体中抑

郁症个体与未患病个体的差异。但由于疫情等因素

影响，抑郁症组及健康对照组纳入的样本量均较少，

可能对结果存在一定影响，后期研究可扩充样本量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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